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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金融诈骗犯罪共八个罪名，仅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第四款明文规定“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构成要件，但其他罪名也应当肯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存在。同时，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的含义应当是不法所有，进而否认占有型欺诈行为在金融诈骗罪中的存在。最后，对于金

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要件的认定标准均应当首要采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来确保认定结果的唯一性，避

免用事后结果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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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eight crimes of financial fraud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Only crime of fundraising fraud, 
loan fraud and the paragraph of credit card fraud clearly stipulates the subjective component of 
“for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However, other financial fraud crimes should also af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meaning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should be illegal ownership, and then deny 
the existence of possession fraud in the crime of financial fraud. Finally, the identification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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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ds for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elements of financial fraud should adopt the principle of con-
sistency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o ensure the uniquen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and avoi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with the result af-
ter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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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诈骗罪一直是我国现行《刑法》中一个极为特别的类罪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安全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法者对其特别保护与司法者对其特别适用

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道必答题。作为诈骗罪的特别法，金融诈骗罪似乎也应当具备普

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即“非法占有”。但是，由于立法上的

模糊性与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混乱局面使得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产生了较多的争议，其中最为典型的便

是金融诈骗罪中主观目的辨析，学界产生了诸多的学说立场，影响着同种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

认定。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本文力图站在实质解释论的立场下，对当前金融诈

骗犯罪进行立法上构成要件的梳理，厘清“以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构成要件之证成。 

2. 非法占有目的存在之必要性 

(一) 我国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立法现状 
当前，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共八个罪名，关于这八个罪名具体的表述模式

主要是诈骗手段 + 行为对象 + 具体行为 + 数额，最后再规定不同的法定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刑

法条文对于这八个罪名的主观目的却有不同的规定。立法者只规定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

罪、第一百九十三条贷款诈骗罪以及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第四款“恶意透支”行为明文规定了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目的，而对于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有价证券、保险诈骗罪以及信

用卡诈骗罪中的前三款却未有明确规定。由此，便产生了金融诈骗罪适用中无法规避的问题，即我国刑

法条文当前并未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确实是存在争议的。

立法上的模糊性使得司法者无所适从，以致出现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同时，该问题不仅

决定着金融诈骗罪的构成问题，还影响着罪名认定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判断，因此应当予以明确。 
(二) 学说观点争鸣 
金融诈骗罪的主观上均为故意已形成通说[1]，在此基础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则形成百家争鸣的讨

论热潮，笔者进行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三种较为鲜明的观点： 
1. 肯定说/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以刘宪权教授、张明楷教授、马克昌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大部分学者

肯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必要构成要件要素，而无论刑法是否有明文规定。所持

的理由也大同小异，首先，从普通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角度论述。由于法条竞合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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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法条的构成要件应当多于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因此，对于普通诈骗罪都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构成

要件，则金融诈骗罪也应当同时具备该构成要件要素。其次，付立庆教授从肯定非法定目的犯的角度进

行阐释，其认为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时目光的局限性以及立法技术对于条文简洁性要求，应当肯定我国非

法定目的犯的存在，而我国大部分诈骗罪均为非法定的目的犯[2]。刘宪权教授从“诈骗”这一文义解释

的角度进行论证，其认为刑法中的“诈骗”应当区别于民法中的“欺诈”，民事欺诈并不要求非法占有

的目的，仅需要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即可，而刑法中的诈骗均强调非法占有目的，以此

来区分民事欺诈行为[3]。总之，肯定说认为我国的金融诈骗犯罪无论刑法条文有无明确的规定，诈骗的

手段和行为属性均要求所有的金融诈骗犯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构成要件，这也是我国大部分学者所

持的观点。 
2. 否定说/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顾名思义，便是对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全

面否定，日本学者主要持此观点。否定说从主观故意多包含的具体内容的角度予以论证，该观点认为诈

骗罪主观要件的成立仅需行为人对欺骗他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而自己或第三

人对取得财物的占有存在认识的故意即可[4]。同时，刑法条文的规定是针对个罪的特别规定，即使均属

于金融诈骗类类罪名也应当由其独特性，不能因为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规定了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全

盘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均有此主观构成要件，若此理解，有违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最后，由于非法

占有目的是行为人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在司法实践认定过程中极难用证据和客观事实加以证明，若无

法证明这一标准，则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等未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将无法构成犯罪，

如此一来，即使行为人实施了破坏金融监管秩序的诈骗行为均不构成犯罪，打击力度弱难以实现刑法规

制应有效果，恐有象征性立法的嫌疑。 
3. 具体认定规定区分说。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进行激烈的交锋之时，一个折中的观点应运而生。卢勤

忠教授提出“具体条文语义说”，认为金融诈骗罪是否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应当根据刑法对各罪

的具体规定而定[5]。该观点首先肯定了金融诈骗类犯罪不以刑法条文的规定与否来确认非法占有目的的

有无，金融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决定了金融诈骗罪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构成要件的合

理性。但是，该观点也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可不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而这一类犯罪客观

行为其归纳为“陈述型欺诈行为”，而对于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称为“骗取财物

型诈骗行为”，进而又提出观点，金融诈骗罪这一表述不准确并建议修改为“金融欺诈罪”。但是，笔

者认为该观点只是一个“半成品”，该观点的配套理论并未跟进，即金融诈骗罪中陈述型欺诈行为与骗

取财物型诈骗行为具体是指何罪名中的何行为并未有系统的梳理，而这两类行为之间的划分标准是非法

占有目的的有无，而我们划分的原因就是为了探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重复性的逻

辑闭环。 
(三) 肯定非法占有目的为金融诈骗罪之主观构成要件 
通过上述观点的罗列展示，体现了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构成要件之有无的学术论点，但

是有争论便要寻求适宜的最佳定论。折中的具体条文语义说因为自陷互相证明的漩涡中而丧失其合理性，

肯定说与否定说互相对立，彼此驳斥。笔者更赞同肯定说的观点，下文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对金融诈骗

罪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构成要件存在的必要性进行阐明，同时，也是对否定说及折中的具体条文语义说的

驳斥。 
1. 体系解释下刑法条文相协调的必然要求 
确定某种要素是否是构成要件要素时，必须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的整体

协调[6]。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刑法对金融犯罪的范围规定在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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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金融诈骗罪两节之中，之所以将同样侵犯金融管理秩序法益的金融诈骗罪单独设节来予以规定，是

由于金融诈骗罪均是以诈骗的行为手段来实施的犯罪。因此，金融诈骗罪应当均是性质相同的犯罪，同

时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并且均以诈骗手段实施，金融诈骗罪这八个罪名之间应当互相协调。如果集资诈骗

罪与贷款诈骗罪仅因为刑法明确规定便予以肯定，其他罪名未规定就使其缺少一个主观构成要件，这不

仅是对非法定目的犯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刑法同一类罪名的犯罪协调性的破坏，也背离了立法者在对金

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初衷。另一方面，对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这一个罪具体款项之

间的协调性也是一种破坏。信用卡诈骗罪共设计了四款具体的客观行为，而刑法所明文规定必须具有非

法占有目的的恶意透支行为排在第一百九十六条的第四款，而根据我国传统的立法思路，刑法条文的排

列顺序是由重到轻的规律。因此，前三款规定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应当重于第四款恶意透支的行为，而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款恶意透支既然明确了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构成要件，

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解释原则和个罪的体系解释方法，前三款即使法条未明文规定，也不能否认非法

占有目的这一主观构成要件的存在。因此，应当全面坚持肯定说的观点。 
2. 对金融诈骗犯罪分别规定是非法占有目的区分功能的重要体现 
刑法条文中将金融诈骗罪中原本均应当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进行区别规定自有其立法

考量，主要在于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有其立法明确的必要性，而后六个罪

名有其立法省略的合理性。立法明确的必要性在于，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极易与我国《刑法》第三

章第四节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骗取贷款罪发生适用上的混淆性，毕竟前者分别与后两种罪名在客

观行为表现上完全一致，区别仅在于主观故意中的目的不同。因此，立法者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与贷款

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进行重申以此来进行区分。反之，对于其余六种金融诈骗罪名，并未有与之相同的

客观行为的其他金融犯罪与之混淆，立法者出于简化条文以及功利主义的立法技术的要求，将非法占有

目的这一主观要件予以省略，但在司法实践的适用时应当予以明确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符合我国罪行法

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总之，金融诈骗犯罪均应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主观构成要件，这是坚持了肯定说的基本立场。笔

者认为，对于否定说和折中说这两种学说的出现是由于持该观点的学者并不清楚刑法上“以非法占有目

的”这一概念在金融诈骗犯罪中的深刻内涵，而对该含义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金融诈骗罪主

观构成要件，更是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及证明标准判断的先决条件，因此，本文有必要

进行观点梳理及评析。 

3. 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思路之合理性 

(一) 证明内容之明确 
既然我们已经肯定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要件之存在，则需要进一步讨论何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直是刑法罪名经常出现的主观要件，金融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起源于普通诈骗罪，则其内涵是否会因为刑法条文是否明文规定而有所不同，以及该内涵与普通诈

骗罪的主观目的是否一致等等存在较大争议。这些争议对金融诈骗罪的认定及证明标准的明确都具有重

要意义，学界为此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学说： 
1. 不法所有说。以马克昌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是不法所有，

具有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的总和。即无论何种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人诈骗财物都不是仅想要占有财物并

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控制，而是为了通过占有骗取的财物追求享受，处分和利用财物[7]。该学说认为，金

融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并没有说什么区别，毕竟二者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区别，行

为人主观目的应当相同。同时，该观点认为，由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犯罪的必要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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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则无论法律是否有规定，均应当统一按照不法所有这一内涵来理解。这一学说也得到了大部分学者

的支持。 
2. 不法获利说。该学说来自德国刑法理论，其认为诈骗罪保护的是整体财产，因此非法占有目的应

当是不法获利的目的。据此，只要是行为人用诈骗的手段获取了被害人财物并利用该财物谋取利益，即

使行为人没有将被害人财物据为己有的排除意思，其因具有利用该财物获利的目的并因此破坏我国金融

管理秩序的行为也应当构成金融诈骗罪。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解释使得该主观目

的的区分功能丧失，无法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因为这四

个罪名行为人主观上均有积极逐利的主观目的，尤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骗取贷款罪均是通过“占

用”被害人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投资等盈利活动谋取不法利益，仅以此难以明确金融诈骗罪与其他金融

犯罪的界限。因此该学说有其固有之弊端，也不利于后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3. 折中说：一原则一例外。正如上文中所述，既然后互不兼容的两种学说碰撞，当然也会有调和的

声音出现。付立庆教授认为，坚持所有金融诈骗罪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这一要件原则上应是

不法所有的目的，但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限缩为非法“占有”目的，即一时性的占有且具有

归还的意图[8]。该观点认为，第一百九十五条信用证诈骗罪第三款“骗取信用证”的行为便属于这一例

外。然而，笔者认为该例外的界定其实也并未突破不法所有的范畴。刑法条文第一百九十五条规规定的

信用证诈骗罪第三款“骗取信用证”行为，并不是为了惩罚占有或所有信用证本身，信用证作为一个有

价凭证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所代表的债权以及信用证所承担的担保抵押等属性，因此，对于骗取信用证的

行为，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其实是为了不法所有信用证所代表的债权价值而非一张纸质凭证，该“例

外”并不成立。 
综上所述，非法占有目的应当理解为不法所有，即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的集合，同样将占有型欺诈

行为排除在金融诈骗罪的范畴中。明确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要件后，便是目的要件证明的必要性问题，

即是否需要证明主观目的以及如何证明问题浮出水面。 
(二) 证明的必要性之争 
根据肯定说的观点，金融诈骗罪均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目的，只是集资诈骗罪、贷款

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第四款以刑法条文明确规定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法定的目的犯；其他金融诈

骗罪为非法定的目的犯，也同样有着以主观目的构成犯罪[2]。但是，对于目的犯的认定及证明方法学界

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观目的不同于主观故意，主观目的是否需要证明存有疑虑，同时，对于未成文的构

成要件要素刑法没有加以规定是否也应当予以证明，证明的方法是否与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这一法

定目的犯相同，一直未有定夺。学界主要是将金融诈骗罪的目的和行为关系进行考察，借鉴德国刑法学

理论将目的犯分为断绝的结果犯与不完全的二行为犯[9]。断绝的结果犯是指只要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

的客观行为就可以(但非必然)实现目的的目的犯；不完全的二行为犯是指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

之后还需要再次实施与达成目的相关的其他行为才能实现目的的目的犯。因此，对于断绝的结果犯而言，

主观目的无需证明，仅需要证明实施了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即可推定主观目的的存在；对于不完全的二

行为犯则要求证明主观目的，因为客观行为无法反映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因而不适用推定。可见，目的犯

分类归属不同会影响罪名认定时主观目的的认定之有无，而金融诈骗罪而言，付立庆教授认为，金融诈

骗罪的行为自身就有着追求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证明实施了金融诈骗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推定其产

生了非法占有目的，不需要其他单独行为，但是既然是推定就应当允许被害人进行反证[8]。 
同时，关于金融诈骗罪是否因为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不同而导致证明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理论界有

人认为应当区分刑法条文是否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而有所区别。对于未明文规定的金融诈骗罪，其客

观行为本身足以表明非法占有目的存在而无需推定，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需要客观行为进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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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0]。笔者赞同金融诈骗罪属于断绝的结果犯这一分类，但是仅仅用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推定行为人的

主观目的具有片面性。一方面，刑法条文对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规定简洁难以涵盖司法实践中的全部行

为实施目的；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客观要件的符合只能证明行为人具有获利的目的而非“不法所有”的

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规定的客观行为，但

由于制定还款计划或从事经营活动获利后还款等原因造成了较大数额的资金目前无法归还，该情形行为

人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却也实施了客观行为，据此认定金融诈骗类犯罪，会有客观归罪之嫌疑。 
综上所述，对于金融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无论刑法是否有明文规定均应

当予以证明，但是证明的方式并不是根据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客观行为符合即可，其需要有鲜明且科学

的推定标准来避免客观归罪，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4. 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方法之科学性 

(一) 刑事司法推定的适用之困境 
在一个案件中，作为推定前提的案件实施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的属于基础事实，未经司法证明而被直

接认定成立的事实为推定事实[11]。作为一种代替司法证明的方法，其解决了犯罪主观方面实施认定的困

难，司法人员在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时，往往根据金融诈骗罪最终导致的危害后果，

如金融机构的金钱损失、行为人不归还财物等基础事实，由果溯因的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

主观要件。这一证明方法也得到了司法解释的肯定，如 2010 年司法解释的第四条均以集资款返还与否的

结果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由此出现了认定中推定的证明方式下无法回避的问题，限制着金融诈骗罪

的正确认定。 
1. 运用推定难以得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唯一性 
刑事司法推定不同于民事，由于其关乎被告人的剥夺人身自有及财产的刑罚责任，因此，只有在客

观行为推出的主观心理状态结果具有唯一性才能适用。但是，按照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以客观存在的

结果倒推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难以得出唯一结论。以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0 年司法解释》)第四条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中

的第二款“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情形，上文我们已经阐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含

义为“不法所有”，即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但挥霍集资款并不一定均是排除的意思，而有可能是因为

投资失败、经营不善造成集资款不能归还，在这种情形下并非是“不法所有”而是“不法占有”属于民

事欺诈行为，并不能得出刑法上的唯一性，极易造成客观入罪以及同案不同判的窘境。 
2. 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导致被告人证明责任加重 
由于刑事司法推定只是在基础行为事实的基础上的一种推定，因此允许被告人对推定事实进行反证，

对该事实进行推翻[12]。由此，其实出现了一个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即原本应当由公诉机关证明行为人

有罪的证明责任因为刑事推定的证明方式而降低，但本处于弱势一方的被告人却因此接过该责任承担其

推定不成立的责任。主观目的不存在往往比主观目的存在更加难以证明，被告人需要自证其不存在非法

占有目的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控辩双方本就不平等的中国审判模式之下，被告

人无异于背上了重重的有罪枷锁。刑事司法推定的证明模式本就是用来替代传统的证明模式以此来提高

主观目的的证明效率，解决其证明难的困境，但却造成了控辩双方地位更加失衡的位置，被告人不仅要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还要自证其“清白”，重重枷锁困住的是自由，放出的是冤假错案。 
(二) 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思路之重构 
找出一条科学方法证明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张明楷教授提出以

客观事实进行推定，这一方法与前文中提到的刑事司法推定不同，其并非主张用事后结果或表现进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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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不是单纯以符合罪名构成要件的部分客观事实的推定。事实推定是证明被告人主观心理状态的一

种手段，是一种对客观事实与行为人主观目的相结合的综合判断，由此可以避免主观臆断[13]。但是，该

观点只是形成了一个打的方向，并未对具体细节划分进行着重的规定。我们既要避免单纯根据客观结果

进行归罪，也不能仅凭借被告人的供述进行判断。笔者认为，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查明行为人

是否通过实施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定客观行为，使被害人长久的脱离了对自己财物的控制转移为自己所有，

行为人将财物用于牟利或发挥其效用。该客观事实的查明，能够排除民事欺诈行为中的“不法占用”行

为，确保后续其他客观事实推定主观目的结果的唯一性。其次，肆意挥霍集资款需要准确认定。何为“肆

意挥霍”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经营不善、投资失利是否属于挥霍？总金额占比多少才算“肆意”这都

需要司法实践在认定时予以充分考虑，切不可主观臆断恣意为之。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集资或者贷款等

金融活动的投资意向或规划来认定资金使用情况的合理性。最后，即使不以事后的结果和表现客观事实

进行推定，也是以推定的形式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这是主观目的的性质本身决定的，但我们也应当

尽量避免刑事推定这一证明方式，将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然后

与客观事实进行全面比对，使之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如果无法避免的适用推定，也应当给予被告

人推翻推定事实的足够空间，给予被告人证明标准的宽容性，当被告人举证后，审判机关无法排除合理

怀疑，就应当肯定被告人证明标准成就，控方应当承担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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